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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修正的海洋生态修复偏
好研究

许志华１，２，赵吉阳３，李淑琴１，陈　 琦４，∗

１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２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３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０

４ 宁波大学商学院，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摘要： 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单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评估青岛市居民海

洋生态修复偏好，并从内疚和抵抗心理两方面就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对修复偏好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为政府激发公众参

与海洋生态修复的积极性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 结果表明：①青岛市居民平均每年愿意为海洋生态修复捐赠 １８４．３８６ 元，

考虑属性重要程度结果表明生物数量的改善可显著提高公众海洋生态修复支付意愿，而公众对改善海水水质和海岸环境并未

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偏好。 ②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均对公众海洋生态修复支付意愿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 ③社会总体偏差

和同伴效应可通过激发受访者的内疚感提高生态修复支付意愿，但也会导致抵抗心理抑制参与积极性；主观规范正向调节社会

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的影响。 研究揭示了公众在海洋生态修复中的偏好和竞争性心理对陈述偏好的影响，可为促

进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和提高海洋环境资源价值评估准确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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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ｉａｓ；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Ｃｉｔｙ

受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影响，我国局部海域典型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日益突出［１—２］。 实施

生态修复是缓解海洋生态功能退化的关键途径，是筑牢国家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守住生态安全边界的重要保

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陆续开展了滨海湿地修复和海湾综合整治等海洋生态修复工作，海域生态环境总

体呈现趋稳向好态势［３—４］。 但目前我国各沿海省市海洋生态修复面临财政投入有限的巨大压力，据此推进海

洋生态修复市场化机制建设、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受到广泛关注［５—７］。 国务院办公厅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印发了《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下称《意见》），旨在探索政府主

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的生态保护修复市场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８］。 研究表明

个体资本参与生态修复的积极性较高［９—１１］，即公众是不可忽视的生态修复资金来源［１２—１３］，故《意见》中提出

建立健全以社会捐赠方式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制度，成为政府管理部门和学界关注热点之一。 鉴于此，探究

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可为促进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提供重要参考。
海洋生态修复的公共物品属性令公众偏好分析需依托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１４—１６］，其中条件价值评估法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ＶＭ）是重要的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１７—２０］。 国外学者运用 ＣＶＭ 对海洋生态修

复公众偏好展开了大量研究，且从环保意识［２１］、规范［２２—２３］等心理因素以及个体社会经济特征［２４］等方面就公

众偏好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 ＣＶＭ 虽是一种灵活、高效的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但因假想市场特性，公众对

资源环境的偏好评估建立在主观判断基础上，导致公众在对资源环境物品价值评估时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

响［２５—２６］，其中竞争性心理是重要的心理影响因素。 根据竞争对象可分为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 社会总

体偏差指公众为了同社会规范保持一致，而给出试图满足社会总体期望或给出与社会总体行为相似的答案，
从而对公众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２７—２９］。 Ｍｉｌｆｏｎｔ［３０］研究认为社会期望会影响受访者的环境态度，但对环境友

好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而 Ｖｉｌａｒ 等［３１］发现公众满足社会期望的意愿越强，越倾向采取环境友好行为，如通过

使用清洁能源或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税赋致力于环境保护。 Ｌｏｐｅｚ［３２］ 采用推断评估方法识别和量化非市场价

值评价中存在的社会总体偏差，发现由于社会总体偏差导致受访者对地中海地区海岸生态修复支付意愿的高

估。 同伴效应则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及不确定性事件的存在，公众的行为决策会受到同伴人群的影响，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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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偏好和支付意愿产生影响［３３］。 Ｗｅｌｓｃｈ［３４］ 等研究发现行为主体的环境友好行为会受到同伴群体消费模

式的影响，同伴群体越倾向于购买绿色产品，个体参与环境保护的意愿越强。 Ａｙｒｅｓ［３５］ 等通过实施田野实验

发现政府给高耗能居民提供同伴群体较低家庭电力和天然气消耗量的信息，能够促使高耗能居民降低对能源

的依赖程度。 Ｌｕｃａｓ［３６］等研究发现通过说服受访者相信其家人和朋友愿意支付较高的金额购买具有生态标

签的海产品，能够提高受访者对绿色海洋产品 ９％至 １２．５％的支付意愿。
目前国外在运用 ＣＶＭ 探究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以及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研究方面已取得大量

研究成果，国内亦对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国内学者对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在 ＣＶＭ
研究中的效应关注相对不足。 本文选取海水水质、海洋生物数量和海岸环境作为海洋生态修复的三大属性，
运用 ＣＶＭ 评估青岛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价值，探究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此外通过设置实验组与对照组识别

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并从内疚和抵抗心理两方面分析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对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

好的影响路径，为促进政府建立健全以社会捐赠方式参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制度和提高 ＣＶＭ 估值有效性

提供有益参考。

１　 研究方法和案例

１．１　 研究方法

１．１．１　 问卷设计

本文采用问卷形式收集研究数据。 问卷分为以下 ５ 部分：①介绍：对青岛市海洋生态环境进行介绍，并询

问调查者对海水水质、海洋生物数量和海岸环境现状的基本认识，并要求被调查者给出三者的重要程度排序。
②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调查社会总体和同伴群体对受访者海洋生态修复意愿的影响。 ③公众海洋生态

修复偏好：构建假想情景询问受访者支付意愿以表征海洋生态修复偏好。 ④内疚、抵抗心理和主观规范：解析

社会总体和同伴群体对受访者海洋生态修复偏好的影响机制。 ⑤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年收入。 主要内容及具体测量方式如下所示。

（１）海洋生态修复。 基于离散选择理论以及水清岸净、资源丰富、景观怡人的蓝色海湾建设目标，结合阅

读文献、专家组讨论、预调查以及调研等方式，最终确定了以下三项海洋生态修复要素：海水水质、生物数量及

海岸环境。 各属性水平及其解释详见表 １。

表 １　 海洋生态修复属性及其不同状态水平解释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管理属性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状态水平
Ｌｅｖｅｌ

指标解释
Ｉｎｄｅｘ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海水水质 ０＝维持现状 海水水质较差，海水十分浑浊

Ｍａｒ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小幅度改善 海水水质较好，海水略微浑浊

２＝大幅度改善 海水水质极好，海水十分清澈

生物数量 ０＝维持现状 海洋生物数量较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１ ＝小幅度增加 海洋生物数量较多

２＝大幅度增加 海洋生物数量极多

海岸环境 ０＝维持现状 海岸环境质量较差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 ＝小幅度改善 海岸环境质量较好

２＝大幅度改善 海岸环境质量极好

根据表 １ 定义描述的海洋生态修复属性及水平，运用 ＳＰＳＳ 正交设计方法构建了 ８ 组假想海洋生态修复

情景。 本研究共设计四版问卷，且每一版问卷中设置存在显著强弱差异的 ２ 组海洋生态修复情景，评估受访

者生态修复支付意愿。 此外在每一版问卷中加入三种海洋生态属性均修复至最好状态的情景，并询问在该情

景下受访者支付意愿以检验问卷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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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支付意愿。 本文以单边界二分式作为引导技术，结合建立健全以社会捐赠方式参与海洋生态修复制

度目标，将自愿捐赠作为支付工具。 为降低假想偏差，研究强调海洋生态修复需要 ５ａ 达到目标，且在问卷中

针对海洋生态修复三项属性的不同水平状态，采用事先收集图片使情景具体化形象化。 此外，同一版问卷中

根据 ３ 项不同的生态修复情景设置不同的支付意愿问题，确保不同修复情景所给予的投标值随机分布。 海洋

生态修复支付意愿引导问题示例如下：“Ｑ． 假设政府计划成立修复基金，在 ５ 年内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行

动，保证专款专用，资金将全部用于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使得海洋生态现状转变为海水水质极好，海水十分清

澈；海洋生物数量较多；海岸环境质量仍旧较差。 那么为达到这一修复目标，您是否每年愿意向修复基金自愿

捐赠 Ｂ 元 ／ ａ（持续 ５ａ）？”投标值 Ｂ 包括 １０、３０、５０、１００ 和 ２００，各投标值的样本量在总样本中均匀随机分布。
在此引导技术下，受访者只需要对问题做出“愿意”或“不愿意”的回答。

（３）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 本文基于随机对照实验法设置社会总体偏差组、同伴效应组及对照组，
其中被调查者在支付意愿引导问题前被呈现相关信息，且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仅为是否存在相关的信息，
进而研究被调查者的支付决策是否会潜在地受到社会期望或同伴行为的影响，从而分析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

效应对青岛市居民海洋生态修复偏好的影响。 社会总体偏差组信息如下：“根据我们之前的调查发现，社会

上人们为改善海水水质、增加海洋生物数量和优化海岸环境做出贡献的意愿较为强烈，且 ９０％的人群愿意为

修复海洋生态环境自愿捐赠 Ａ 元 ／ ａ（连续 ５ａ）”；同伴效应组信息如下：“您的家人、朋友及同事具有较强的为

改善海水水质、增加海洋生物数量、优化海岸环境做出贡献的意愿，且自愿捐赠 Ａ 元 ／ ａ（连续 ５ａ）达到修复效

果”。 Ａ 表示在两个实验组中所设置的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强度，数额越大表示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

应可能产生的影响越强。 研究共设置了 ４ 个层次，包括 ２０、５０、１００ 和 ２００，保证不同情景以及自愿捐赠金额均

匀随机分配。
（４）其他测量项。 研究对内疚、抵抗心理和主观规范进行了测度以解析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海洋

生态修复偏好的影响机制。 因三项变量均属于心理学范畴，因此采用潜变量测度方式，每一个变量均采取 ３
个问题进行测量，随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提取主成分以进行后续分析。 其中内疚测度问题如

下：“因为我的行为导致了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会感到愧疚”“假如我未参与到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之中，我
会感到内疚”“一想到海洋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我会感到内疚”。 采取以下 ３ 个问题测量抵抗心理情况：
“假如家人、朋友以及同事强烈要求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更想选择逃避”“家人、朋友以及同事给我施加压力

时，我往往会产生抵触情绪”“假如有人强制我参与到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中，我更不愿意参与其中”。 个体主

观规范测度如下：“我的家人、朋友及同事十分关注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我经常会和我的家人、朋友以及同事

讨论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我十分关心家人、朋友以及同事对待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态度”。 以上 ９ 项测量问

题均采用 ５ 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调查：１、２、３、４、５ 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完全

同意”。 对三项潜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信效度良好（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 ０． ６８，平均提取方差（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０．６１，组合信度（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０．８３）。 此外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统计值

（ＫＭＯ）均大于 ０．６３ 表明适合因子分析，故在后续分析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
１．１．２　 数据获取

在正式调查之前，于 ２０２１ 年 ８—１０ 月在中国海洋大学及其周边区域进行预调查，依据“预调查⁃修改⁃预
调查⁃修改”的多次流程，确定了最终问卷。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依托专业问卷分发机构在青岛市各个区域进行了正

式分层随机抽样，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４１３ 份。 其中男性占 ４２．８６％； ３０ 岁以下的人数占 ５１．０９％；
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人数占 ８８．６２％；年收入在 １２ 万元及以下的人数占 ７２．４０％，其中年收入低于 ２ 万的

占比仅为 ２１．０５％。
１．２　 研究案例

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的东南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阔的海域空间为青岛市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 然而近年来，随着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陆域和海域污染事件的频发，青岛市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日渐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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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主要表现在海水水质的恶化［３７—３８］、海洋生物资源数量的下降［３９—４０］及海岸环境的恶化［４１—４２］。 且随着沿海

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及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大，青岛市海岸带整体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较

弱［４３］。 为转变当前海洋生态功能退化现状，青岛市提出加大海洋生态修复力度，建设水清岸净、资源丰富、景
观怡人的蓝色海湾。 但过去较长时间里海洋生态修复由政府单方面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态修复的低

效率［６］。 在政府主导下，促进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因此本文以

青岛市海洋生态修复为例，调查青岛居民海洋生态修复偏好，有助于了解青岛市海洋生态环境资源价值，为建

设蓝色海湾提供数据支撑和政策参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分析

研究采用单边界二分法测度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 假设被调查者回答情况受海洋生态修复属性变化、
投标值和社会经济变量影响，即可表示为：

Ｙｉｊ ＝ β０ ＋ β１Ｔｉｊ ＋ βｍ Ｚｍ ＋ βＸ ＋ εｉ （１）
式中， Ｙｉｊ 是指受访者 ｉ 在假设情景 ｊ 时的支付意愿，其中 Ｙｉｊ ＝ １ 时表示受访者对投标值回答愿意捐赠； Ｙｉｊ ＝ ０
表示回答不愿意。 Ｔｉｊ 为受访者 ｉ 在假设情景 ｊ 时所面对的投标值。 Ｚｍ （ｍ＝ １，２，３）为海洋生态修复属性指标矩

阵，包含海水水质、生物数量、海岸环境的改善情况。 Ｘ 为控制变量矩阵，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 β０

为常数项； β１ 为投标值的回归系数； βｍ 是修复属性 Ｚｍ 的回归系数矩阵； εｉ 为随机误差项。
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方程的参数值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２ 中列（１）至列（３）所示。 其中列（１）仅加入投标值，

结果表明投标值如预期一般对支付意愿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投标值每增加 １ 元，受访者所获效用越低，接
受该投标值的概率降低 ２．１９％。 列（２）未加入控制变量，结果表明投标值仍对支付意愿呈现显著负向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海水水质、生物数量和海岸环境三项海洋生态修复属性的改善程度并未如预期一样对支付意

愿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列（３）进一步控制了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结果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投标值仍在 １％
的水平上与支付意愿负相关。 三项海洋生态修复属性仍未对支付意愿表现出显著影响。 社会经济特征方面，
收入在 １％水平上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受访者收入水平越高，其追求良好生态环境愿望越强烈，而支付成本敏

感性则相对较低，因此支付意愿越高。 而不同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人群并未表现出显著海洋生态修复偏

好差异。
海洋生态修复属性与支付意愿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研究认为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公众可能将

三项海洋生态修复属性视为一个整体以关注整体海洋生态修复；二是三项海洋生态修复属性可能存在参与性

不足问题，即公众可能仅关注某项重要属性的改善，而忽略其他属性改善。 据此，研究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分

析，首先将三项海洋生态修复属性合成为海洋生态修复总体改善程度，结果如列（４）所示。 结果表明海洋生

态修复总体改善程度并未对支付意愿表现出显著影响。 针对属性可能存在的参与性不足问题，研究将公众对

生态属性的重要程度感知考虑在内。 研究调查了青岛市居民对各生态属性的重要程度感知，表明公众认为海

水水质重要性较高，占比高达 ６０．０５％；其次为海洋生物数量，认为其最重要的比例为 １９．６１％；居民认为海岸

环境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最不重要比例高达 ５２．７８％。 将海洋生态修复属性的重要程度排序由高到低赋值

为 １、０．５、０，通过控制生态修复属性与该属性重要程度感知交互项 Ｚ̇ｍ （方程（２）），分析该交互项对支付意愿

的影响和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
Ｙｉｊ ＝ β０ ＋ β１Ｔｉｊ ＋ β̇ｍ Ｚ̇ｍ ＋ βＸ ＋ εｉ （２）

式中， Ｚ̇ｍ 是生态修复属性与公众对该属性重要程度感知的交互项矩阵； β̇ｍ 是交互项 Ｚ̇ｍ 的回归系数矩阵。 对

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列（５）所示。 结果表明生物数量修复程度与重要程度感知的交互项在 ５％的水平上和

受访者支付意愿正相关，即海洋生物数量的上升将显著提高公众捐赠概率。 然而另外两项交互项和支付意愿

无显著相关性。 同时，本研究进行了多组权重的检验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受文章篇幅影响本文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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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权重为 １、０．７、０．４ 和 ０．８、０．５、０．２ 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列（６）和列（７）分所示，尽管结果与模型 ４ 在回

归系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较为相似。 投标值在 １％的水平上和支付意愿负相关；生物数量上升与重

要程度感知的交互项和收入对支付意愿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

表 ２　 海洋生态修复偏好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模型 １
Ｍｏｄｅｌ １

模型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模型 ３
Ｍｏｄｅｌ ３

模型 ４
Ｍｏｄｅｌ ４

模型 ５
Ｍｏｄｅｌ ５

模型 ６
Ｍｏｄｅｌ ６

模型 ７
Ｍｏｄｅｌ ７

投标值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Ｂｉ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海水水质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２

Ｍａｒ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２９８） （０．３０４）

生物数量 ０．１２９ ０．１０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０．３１０） （０．３１６）

海岸环境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７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０）

海洋生态修复 ０．０１８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０．１５６）

海水水质×重要程度感知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Ｍａｒ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１９４） （０．２４５） （０．２８１）

生物数量×重要程度感知 ０．４２５∗∗ ０．５５０∗∗ ０．６４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１９９） （０．２６９） （０．３０３）

海岸环境×重要程度感知 ０．１４０ ０．１８４ ０．２０８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１８２） （０．２５４） （０．２７９）

性别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４）

年龄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Ａｇｅ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教育程度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４）

收入 ０．５５３∗∗∗ ０．５５０∗∗∗ ０．５５０∗∗∗ ０．５５１∗∗∗ ０．５５０∗∗∗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８）

常数项 ２．６０３∗∗∗ ２．５６４∗∗∗ －３．７０６∗∗∗ －３．７６４∗∗∗ －３．６２２∗∗∗ －３．７６８∗∗∗ －３．７１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４０） （０．６１８） （１．２３４） （１．０９６） （１．１２９） （１．１７８） （１．１５８）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总体与各生态属性修复的平均支付意愿，计算公式如下：

Ｐ（Ｎｏ） ＝ １
１ ＋ ｅｘｐ（ α̇ ＋ β̇ｍ Ｚ̇ｍ ＋ β̇ｘ ＋ λＴ）

　 　 　 　 　 　 　 　 　 　 　 　 　 　 　 　 　 　 　 （３）

Ｐ（Ｙｅｓ） ＝ １ － １
１ ＋ ｅｘｐ（ α̇ ＋ β̇ｍ Ｚ̇ｍ ＋ β̇ｘ ＋ λＴ）

＝
ｅｘｐ（ α̇ ＋ β̇ｍ Ｚ̇ｍ ＋ β̇ｘ ＋ λＴ）

１ ＋ ｅｘｐ（ α̇ ＋ β̇ｍ Ｚ̇ｍ ＋ β̇ｘ ＋ λＴ）
（４）

ＷＴＰｍｅａｎ ＝ ∫Ｔｍａｘ

０

ｅｘｐ（ α̇ ＋ β̇ｍ Ｚ̇ｍ ＋ β̇ｘ ＋ λＴ）

１ ＋ ｅｘｐ（ α̇ ＋ β̇ｍ Ｚ̇ｍ ＋ β̇ｘ ＋ λＴ）
ｄＴ （５）

式中，Ｐ（Ｎｏ）为不接受投标值的概率；Ｐ（Ｙｅｓ）为接受投标值的概率；ＷＴＰｍｅａｎ为受访者平均支付意愿； Ｔｍａｘ 为最

大投标值； ｘ 为社会经济变量的平均值； α̇ 为常数项； β̇ 为社会经济变量系数； λ 为投标值系数。 根据回归结

果与各变量的平均值，以列（５）为基础可得对海水水质、生物数量和海岸环境同时得到大幅度改善的平均支

９１０５　 １２ 期 　 　 　 许志华 　 等：基于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修正的海洋生态修复偏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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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意愿为 １８４．３８６ 元 ／ ａ，其中对海水水质、生物数量和海岸环境分别得到大幅度改善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

１６２．２１９ 元 ／ ａ、１８１．９７１ 元 ／ ａ 和 １６８．６８７ 元 ／ ａ。
２．２　 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海洋生态修复偏好的影响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海洋生态修复支付意愿的影响，在模型 ２ 基础上加入社会总体

偏差和同伴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Ｙｉｊ ＝ β０ ＋ β１Ｔｉｊ ＋ β̇ｍ Ｚ̇ｍ ＋ β２ ＳＡＢ ｉ ＋ β３ＰＥ ｉ ＋ βＸ ＋ εｉ （６）

式中，ＳＡＢ ｉ为社会总体偏差；ＰＥ ｉ为同伴效应；β２、β３分别为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的回归系数。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其中列（１）与列（２）通过将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设置为虚拟变量，分

析其对支付意愿的影响。 列（１）未加入控制变量，结果表明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呈现显著正

向影响，社会总体偏差组和同伴效应组均比对照组表现出更高的海洋生态修复偏好。 即公众会因社会总体偏

差和同伴效应的存在而愿意为海洋生态修复进行支付的概率分别上升 ５７．４６％和 ６７．８７％。 列（２）进一步控制

了社会经济特征，社会总体偏差影响系数有所增大，同伴效应的系数有所降低，但显著程度未发生变化，即结

果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列（３）和列（４）则进一步引入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强度，将各强度捐赠金额对数化进一步验证社会

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受访者支付意愿的影响。 结果虽与前者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总体较为相似。 尽管社会

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的回归系数虽有所下降，但始终显著。 由列（４）可知，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中所设

置捐赠金额每上升 １％，公众愿意为海洋生态修复捐赠的概率分别上升 ３．０５％和 ３．８３％。 其余变量与支付意

愿的关系总体上与前 ２ 列模型分析结果相似。

表 ３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ＷＴＰ）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模型 １ Ｍｏｄｅｌ １ 模型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模型 ３ Ｍｏｄｅｌ ３ 模型 ４ Ｍｏｄｅｌ ４

投标值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Ｂｉ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海水水质×重要程度感知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Ｍａｒ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９）

生物数量×重要程度感知 ０．３７２∗∗ ０．４００∗∗ ０．３７６∗ ０．４０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９）

海岸环境×重要程度感知 ０．０９２ ０．１３９ ０．０９２ ０．１４０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８）

社会总体偏差 ０．４５４∗∗ ０．４８８∗∗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ｉａｓ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

同伴效应 ０．５１８∗∗ ０．４９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２６∗∗∗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常数项 ２．３４２∗∗∗ －４．０１３∗∗∗ ２．３３４∗∗∗ －３．８９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３８３） （１．１５０） （０．３７９） （１．１４７）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否 是 否 是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２．３　 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影响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析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对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的影响机制，研究引入内疚、抵抗心理

和主观规范三项心理因素。 其中内疚和抵抗心理被认为是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影响公众海洋生态修复

偏好的中介变量。 当公众被呈现社会或同伴拥有较高海洋生态修复捐赠意愿时，一方面其可能会因自己不捐

赠而产生内疚情绪，从而提高自身支付意愿；另一方面，其可能产生“道德绑架”感，进而形成抵抗心理而不愿

支付。 即内疚可能在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对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的影响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而抵抗

０２０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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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则起到负向中介作用。 主观规范则是指决策者对采取特定的行为时所受到的社会压力。 感知主观规范

越强的人群，其越有可能因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参与海洋生态修复，从而更加容易受到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

应的影响，即主观规范可能在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对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 综

上，研究采用交互效应模型以分析内疚和抵抗心理的中介效应与主观规范的调节效应，模型如下所示。
　 　 　 Ｙｉｊ ＝ β０ ＋ β１Ｔｉｊ ＋ β̇ｍ Ｚ̇ｍ ＋ β２ＳＡＢ ｉ ＋ β３ＰＥ ｉ ＋ β４ＳＡＢ ｉ × ＧＴｉ ＋ β５ＰＥ ｉ × ＧＴｉ

＋ β６ＳＡＢ ｉ × ＲＥ ｉ ＋ β７ＰＥ ｉ × ＲＥ ｉ ＋ β８ＳＡＢ ｉ × ＳＮｉ ＋ β９ＰＥ ｉ × ＳＮｉ ＋ βＸ ＋ εｉ （７）
式中，ＧＴｉ、ＲＥ ｉ和 ＳＮｉ分别为内疚、抵抗心理和主观规范。

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列（１）检验了内疚在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所起到的

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总体偏差和内疚的交互项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意愿，表明内疚在

社会总体偏差与支付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同伴效应和内疚的交互项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正向

影响支付意愿，说明受访者受同伴效应的影响时，会因为自身在海洋生态修复方面的不作为或积极性不高而

产生内疚感，进而增大其生态修复的支付意愿。 列（２）检验了抵抗心理在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对支付意

愿的影响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社会总体偏差和抵抗心理的交互项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支付

意愿，说明受访者面临普遍性社会压力时，会对社会总体的行为产生抵抗心理，从而减弱了参与生态修复的积

表 ４　 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影响机制研究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ＷＴＰ）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模型 １ Ｍｏｄｅｌ １ 模型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模型 ３ Ｍｏｄｅｌ ３ 模型 ４ Ｍｏｄｅｌ ４

投标值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Ｂｉ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海水水质×重要程度感知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７

Ｍａｒ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９）

生物数量×重要程度感知 ０．３８９∗ ０．４３８∗∗ ０．３６８∗ ０．３９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２０２）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２）

海岸环境×重要程度感知 ０．１４５ ０．１５３ ０．１２７ ０．１４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７）

社会总体偏差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ｉａ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６）

同伴效应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７∗∗∗ ０．１４４∗∗∗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

社会总体偏差×内疚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ｉａｓ×ｇｕｉｌ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同伴效应×内疚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６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ｇｕｉｌ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社会总体偏差×抵抗心理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６∗∗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ｉａ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同伴效应×抵抗心理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６∗∗∗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社会总体偏差×主观规范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同伴效应×主观规范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６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常数项 －３．６３６∗∗∗ －３．１５７∗∗∗ －３．１９９∗∗∗ －２．５４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４８） （１．１５１） （１．１６２） （１．１９９）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是 是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１２０５　 １２ 期 　 　 　 许志华 　 等：基于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修正的海洋生态修复偏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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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同伴效应与抵抗心理的交互项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支付意愿，表明了抵抗心理在同伴效应与

支付意愿之间亦存在显著的负向中介作用。 列（３）检验了主观规范在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

的影响起到的调节作用，与预期一致，主观规范和社会总体偏差的交互项以及与同伴效应的交叉项均在 ５％
的水平上对支付意愿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主观规范正向调节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的影

响。 列（４）将内疚、抵抗心理和主观规范共同放置于模型之中研究整体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内疚不再在同伴

效应与支付意愿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而在社会总体偏差对支付意愿影响的中介效应未发生显著变化；抵抗心

理在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并未发生显著改变；主观规范不再对社会总体

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 这原因可能在于存在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或有调节的中介

变量或链式多重中介模型问题，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过程当中拟采取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讨内疚、抵抗心

理和主观规范之间的关系，完善机制分析。

３　 结论

探究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推进海洋生态修复市场化机制建设，缓解生态修复财政

投入压力。 本文采用单边界二分法 ＣＶＭ 调查公众海洋生态修复偏好，从竞争性心理出发分析社会总体偏差

和同伴效应产生的支付意愿差异，并从内疚、抵抗心理和主观规范视角构建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海洋

生态修复偏好的影响机制，为激励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生态修复和提高 ＣＶＭ 估值法的准确性提供理论依据与

实证参考。
（１）公众平均每年愿意为海洋生态修复捐赠 １８４．３８６ 元，且在海洋生态修复属性中表现出差异性偏好，偏

好排序依次为生物数量增加、海岸环境和海水水质，三者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 １８１．９７１ 元 ／ ａ、１６８．６８７ 元 ／ ａ 和

１６２．２１９ 元 ／ ａ。 且投标值的增大会降低公众捐赠概率，高收入人群表现出更高捐赠概率。
（２）公众行为决策会受到社会总体期望与同伴行为影响，在陈述海洋生态修复偏好时产生非理性竞争心

理，展现出更高支付意愿，且受到来自社会总体与同伴群体的压力强度越高，支付意愿越高，即社会总体偏差

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３）从心理学角度就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内疚在社会总

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之间起到显著正向中介效应；抵抗心理弱化了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的

积极性，在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与支付意愿之间呈现显著负向中介作用；主观规范能够正向调节社会总

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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